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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争 论 中 探 索 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在经过苏区创建初期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争议后，逐步走向深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
并通过反富农斗争，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湘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错误倾向，并经

过深刻的以阶级路线为原则的改造，确立代表会议制后，终于得以体现其革命政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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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学界对湘赣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湘
赣苏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１－２］但是无论

是苏维埃政权建设还是土地革命，仍然有深入研究

的必要。笔者注意到，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在经

过苏区创建初期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争论后，逐步

走向深入，并通过反富农斗争，坚决贯彻革命的阶

级路线。湘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克服党

包办苏维埃事务的错误倾向，并经过深刻的以阶级

路线为原则的改造后，终于得以体现其革命政权本

质。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

察湘赣苏区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以期增加学术界

对湘赣苏区史的学术认知。

　　一　湘赣苏区早期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争论

湘赣苏区创建之初，针对土地分配问题，在党

组织内部一度展开激烈的争论。争执的焦点在于

究竟是按照人口平分土地还是按照劳动力标准分

配土地，即“一为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为没收豪

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和祠庙土地，依照劳

动力分配”。［３］２７

后者表现为以江汉波（张怀万）为代表的小部

分领导人，“反对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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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但赣西

特委的大部分领导人认为：“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

配并不是唯心的决定，完全是依照群众的要求而决

定，因为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广大群众”。他

们对江汉波的反驳主要在于“所谓劳动力据我们分

析亦只有富农才有多量的劳动力，贫农绝对反对以

劳动力为标准分田”。［４］５７但是江汉波担心如不按照

劳动力分配，则“平分观念为私有制度根本观念，且

因此而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必然引起农

村中的由怠工由生产减少，经济恐慌”，并且“恐引

起贫农的怀疑”。［３］２７赣西南特委领导人之一刘作抚

也反对平均分配，但是他的立论又与江汉波不同。

他认为平分“容易使群众走到均产主义的道路及不

正确的倾向，而且消灭了农村的阶级基础”。在否

定平分原则后，他进而认为：“共耕”的方式最好，

“因为可以养成‘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精神”。他

对没收原则的态度取决于中农在一个地方的多少。

“假如土地集中中农很少的地方是可以采用‘没收

一切土地’，在土地不集中中农多的地方绝对不能

采用‘没收一切土地’只能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

地’”。［４］９９－１００

这场争论直到１９３０年２月通过“二七”土地法
才得以解决。主持赣西南工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援引闽西工作经验，提出：“赤色政权久已建

立者应没收一切，其初起来的区域应如后说（即劳

动力标准），分配方式应平分，以平分能夺取整个群

众”。［３］２７在１９３０年２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赣西
南特委联席会议即陂头会议上，毛泽东等主张迅速

平分土地的革命领导人，猛烈批判刘作抚的“共耕”

主张，认为“表面上站在左边，现时阶段主张所谓共

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理想，实际是帮助豪绅地主保持

封建势力，达到违反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任务”。

联席会议强调：“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

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５］２０７毛泽

东等的主张以实现迅速分配为要旨，暂时回避了分

配标准即没收一切土地之后平分或按照劳动力分

配的争论。赣西南特委表示接受这一结论，并在坚

持平分的基础上，激烈批判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

方案，指出：“只有富农才有多些劳动力借口发展生

产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忽视争取广大群众的

任务，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５］２０９中央长江局军

事部长周以栗也持此议。他在致湘东特委的信中

称：“事实上所谓发展生产与劳动力为分配标准，在

今日恰恰是富农的要求。富农把耕具肥料种子牛

力都称作劳动力，只有富农最有劳动力，最有发展

生产的条件”。相反，“最迫切要求土地的贫农，仍

不能解决土地缺乏的问题，而且以劳力为标准纵令

不把资本算在里面，但老幼妇女是缺乏或没有劳动

力的，分田就分得少。但他消耗并不会少，有时且

要雇人耕种，既不够食又要开销工钱，如何维持生

活”。因此他重申：“在现在斗争时候，发展生产不

是主要，争取群众才是迫切要求”，而且实际上“贫

农分子田为着要够吃，一家男女老幼的劳力都使用

在田地上，不仅不会荒，而且会使生产发展”。［５］２１１

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节外生枝的

是，１９３０年８月，执行“立三路线”的赣西南特委第
二次全体会议，公然指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

并主张组织集体农场。［５］２１８为此，１９３０年 １１月 １５
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召开包括红四军前委、江西

省委和各县苏维埃主席的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土

地革命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会议继续集中批判

了江汉波式的以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办法，认为：“以

劳力为单位的弊病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

切不能耕田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

住耕田的人，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

总之，“以劳力为单位分配，富农田多，牛力梨耙自

己用，贫农要借不可能”，所以会议认为“只有平分，

贫农才能借富农的剩余的农具，所以贫农要求平

分”。在确定按人口平分的原则基础上，会议重点

讨论了无劳动力农民分配土地后的租耕问题，进一

步完善平分土地原则。会议认为这一现象十分普

遍：“无劳动力的占人口全数７５％”，但是其中半数
可看做有部分劳力，“如做看牛、砍柴、煮饭、洗衣

服、作菜等等”。现时流行的租佃方式，或为分谷

制，“租田耕田，以己户为主，对于田户的田下力施

肥，随随便便，禾熟时，按收获谷数对分，四六分，或

他种比例分”；或为收租制，“确定租额，不论收成多

少，因此租户注意下力施肥，于生产量及田户均有

利”。总之，“分谷制利于富农，收租制利于贫农”。

因此，会议建议：“贫农雇农及失业者分了田，缺乏

牛力本钱的，由政府没收富农地主的多余牛力农具

等项，分给雇农贫农失业者等私人耕种”，也可由

“政府监督私人向富农临时借用牛力农具以资补

助”。对全无劳力者，准许其租田给贫农中农，但首

先“废除分谷制，改定固定租额，灾荒无减”，并规定

最低租额为５０％，“务使富农对贫农雇农剥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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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这类租田由政府强制，“如富农不愿租田

时，乡政府应得将本乡必须出租的田，分配租与本

乡富农中农，强制他们租种”。［５］２１３－２１６可见，这次扩

大会议充分认识到分配土地后仍然“不得不承认土

地革命开始时小农经济的生产仍占主要形式”的客

观现实。会议号召要注意富农的和贫农的两种农

民意识：“富农意识是主张不分，农民就要求平分，

说平分田是农民意识，要反对农民意识，就只有不

分田，这就恰恰反对了贫农意识”。在现阶段，“平

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可是目前确有他伟大的

作用”。［５］２１７－２１８换言之，只有支持贫农的农民意识，

反对富农的农民意识，土地革命才能深入。

１９３１年２月，毛泽东致信江西省苏维埃，建议
确认农民分配土地后的产权，因为“过去田归苏维

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

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

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５］２２１江西省苏

维埃也批评“那些主张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集中

土地组织集体农场，是超越了民权革命阶段”。这

是因为苏区农民习惯小农经济单位的生产，“至于

新的大农经济经营的生产方法则完全无知”，所以

“一旦放弃了从前的生产方式，参加社会主义的集

体耕种，则将生僵不匀，生产效率反而减退”。［５］２２２

总之，发生在湘赣苏区创建时期的关于土地分

配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革命领导人在追求经

济效率与兼顾社会公平之间的艰难抉择。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为实现对最广大农民的充

分动员，坚决选择了更利于争取群众的按人口平分

土地的方式，并克服超越革命阶段的集体农场方

式，主张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而为土地革命

寻找到最合理的发展道路。

　　二　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

（一）土地革命的逐渐深入

赣西南群众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赣西南

的经济完全是农村经济，多数是以耕种为业，工商

业非常不发达”。土地“操纵在地主富农的手里，多

数群众没有土地管理权”。［５］１８同样湘南地区的农民

也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湘南社会是一个单纯

的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的社会”。耒阳、永兴、宜章、常宁等县“水田较少，

解决生活的办法就是挖煤炭出售”。另外还有资

兴、桂阳、汝城的手工造纸业。而安仁、茶陵、攸县，

“完全是农业社会”，农民生活虽好得多，但统治集

团“缙绅之家真是有威有福”。［５］２２－２３湘赣边界各县

土地 ６５％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遂川最集中，约
７０％，永新、宁冈、莲花、茶陵、酃县６０％以上。“农
民中以半自耕农为最多，即家有田数亩而同时租佃

地主的田耕种”。［５］１４５

井冈山斗争失败后，湘赣边界土地革命受到一

定程度的挫折，但仍保存了部分土地革命的成果。

湘赣边界特委称：“现在尚能依照去年（１９２８年）分
配土地的执行者，有永新小江区及五六区的一部

分，宁冈四区及附近各地均有执行的可能”。［４］６在

此基础上，边界各地修正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没收一

切土地分配的做法，如“宁冈在公开割据的地方，为

该地自耕农居多，改正去年没收一切土地的办法，

为没收地主豪绅反动派的土地，分给无田或田少的

农民”。永新情况较复杂，“有的地方没收一切土地

的口号为群众所拥护，照去年所分的耕种，有的地

方则照从前乘租的办法去耕种，有的地方亦照去年

分田的办法耕种”，莲花一半地区“亦是照去年所分

的耕种”。［４］１３

在解决了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性问题后，湘赣

苏区的土地革命迅速展开。１９３０年８月，赣西南特
委通告说，“彻底平田是最重要的工作”，并列举各

种土地工作中的消极表现：“很多苏维埃区域没有

分田的，甚至有些对分田工作敷衍了事的，苏维埃

政府保存大批的公田，负责人要分好的，苏维埃的

委员、红军中工作人和共产党的老爷们要多分田”，

要求“只要插了红旗就要分田”。［３］４８

１９３０年８月颁布的赣西临时苏维埃土地法，结
合１９２８年的井冈山土地法、１９２９年的兴国土地法，
特别是１９３０年“二七”土地法的成果，并结合苏区
一年多来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确立了湘赣苏区土

地革命的基本方向。法令首先规定了土地革命的

对象和受益者，即：“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

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由苏

维埃分配与贫苦农民及其他需要土地等项人民”；

自耕农的田地，如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

收者，苏维埃应批准农民的要求，没收其多余的部

分并分配之”。法令对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家属态度

温和，既能“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可

“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者，得酌量分与田地”。另规

定“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者，应该分与田地”。

其次，法令确定土地分配的标准。区域标准，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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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为单位，或以数乡为单位，“第一种是普遍应用

的，如有特殊情形经乡苏维埃要求得县苏维埃批准

者，可用第二种方法”。数量标准，以人口标准为

主，“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民迅速得到土地

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特殊

情况下，“经乡苏维埃请求得县苏维埃批准者”，可

采用劳动力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者的多分

一倍”。法令同时吸取“二七”土地法的经验，“分

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重新

瓜分”。最后，在坚决焚毁豪绅地主及祠庙公田田

契，以及自耕农自愿焚毁田契的基础上，法令确认

“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田

证”。［３］５２－５３

赣西南特委高度肯定平分土地的积极作用。

平分前，“第一阶段是富农将好的土地留给自己，坏

田分给别人”。平分后，“最近又在第二次重新分

配，平均土地，发动了广大的群众”。特别是广大雇

农因为得到了土地，“雇农就取消了，雇农工会也没

有建立起来”，因此赣西南特委总结到，“赣西南所

以有广大群众起来，就因为平分土地”。［３］６５１９３１年
９月，湘赣临时省委宣称：“收回豪绅地主流氓及一
切不劳动及不参加农业生产的土地。过去没收一

切土地分给一切的人，没收富农土地给以山田。现

在正实行彻底重新分配一切土地”。［３］９９－１００

赣西南的土地分配在斗争中逐渐走向深入。

如纯化，“去年（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份第一次，本年
（１９３０年）３月份分第二次，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
少。现在分第三次，抽肥补瘦”。儒延，“去年 １２
月，分了豪绅地主的，未分公田及富农的田。今年３
月，没收一切，按生产力分，５月，第三次没收一切
按劳力平分。但不是彻底平分，由各人肥田多的拿

些肥的出去，瘦的多的拿些瘦的出去”。西区，“今

年８月份第三次，虽分上中下三等，好坏平分，实际
没有彻底”，最近“彻底平分，抽肥补瘦”。水东，

“第一次去年１月，抽多补少。第二次抽肥补瘦，仍
不彻底”，最近第三次，仍“实行抽肥补瘦”。［５］１７２－１７３

但在具体实践中，有的地方“把所有田地机械

的分成上中下三等，不按农民住屋的远近，使土地

割成许多小块非常散漫使农民不便耕种，对于土地

生产改良发展农村经济上也有妨害”。这些都应该

是在分配土地前缺乏调查研究的表现。不仅如此，

湘赣省委还把“二七”土地法中提出的“抽多补少”

和后来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得到推广的“抽肥补

瘦”，指责为“保守旧的土地私有关系”。［３］１１７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湘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鉴于土
地分配工作中，“有些以‘左’倾语句‘雇农分好田，

贫农分中田，富农分坏田’，故意破坏贫农与中农的

利益，或则机械的每人必按上中下三等各分一小

块，弄得耕种非常困难”的不良现象，要求“彻底重

新平分一切土地”，并且“必须按照劳动力人口混合

原则执行”。［３］１４２１９３２年１月，湘赣省苏维埃在重申
上述分配原则的同时，也指出“已分配的地方在基

本贫农群众自愿条件之下互相兑就不必再分”，另

要求“将没收来的农具耕牛在雇农贫农自愿条件下

组织犁牛站耕具站接待等帮助这些贫苦农民耕

种”。［３］１６２为此，省委重新制订法令指导重新分配土

地工作。法令首先确认：“根据基本农民的意见，实

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或以劳动力为标准，以人口

为补助混合原则进行分配，雇农苦力及劳动农民均

不分男女同样有享受分得土地的权利”。相应地改

变原法令对地主家属相对温和的政策，修正为“过

去分给豪绅地主家属及商人道士和尚尼姑等的土

地，由当地号召群众一律收回”；并增加了针对富农

的政策内容，规定：“富农的土地亦同样的没收与分

配，但没收后，富农在服从苏维埃法令并自己以劳

动力去耕种土地条件之下，得分配较坏的劳动份

地”。其次，法令对分配标准的规定更加科学，“不

但要注意数量上的多少而且要注意质量上的肥瘦

（上中下三等），要切实按照耕种的便利、田地位置

的远近、收谷的多少彻底的平均分配”。这之中尤

其要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收获多费力少的好土

地应分给红军家属及雇农贫农中农，瘦瘠的土地及

零星散没不便耕种的土地则分给富农”，特别是“红

军本人及其家属须给以较好的田地，苏维埃须领导

群众帮助他们耕种；凡是参加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的

积极分子，特别是被豪绅地主反革命通缉逮捕的分

子，须给以分得土地的权利，但须按照阶级地位定

出给以土地的标准”，尤其体现土地革命的阶级性

质。此外，法令还对土地分配中的其他社会经济职

能做出确认，如红军公田：“各乡村所分到而不好分

配的土地，在贫苦农民同意之下，可作为红军公田

或作为苏维埃公田”；社会救济田，“凡贫苦的老弱

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

的人，应分给一份土地或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

济”。法令还鼓励垦荒，“荒田荒地可以生产者应尽

可能的平均分配给农民，如不易开辟需要很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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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者可分给富农等，还仍剩余时，苏维埃得奖励劳

苦群众开垦之，并免收累进税二年或三年，但反对

地主豪绅及其家属去占有”。最后，法令确认土地

产权，“实行土地与农民的所有权，准许买卖出租，

但严 禁 一 切 投 机 与 旧 地 主 收 回 土 地 的 企

图”。［３］１６５－１６８

但各地对混合分配标准把握尺度不一。“以劳

动力为标准，雇农贫农中农按人口分配”。有的地

方“分土地时呆板的分上中下三等使一家人三种田

都分了一块，以致肥田分成块不便耕种”。有的地

方提出“雇农贫农分好田中农分得中田或坏田，违

反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中农误认为富农”，反而对富

农没有分给较坏的“劳动份地”，甚至反富农扩大

化，“以为有田有钱借两担谷借给别人就当作富农，

使中农发生动摇”。［３］１７０－１７１针对上述情况，苏区中

央局要求湘赣省委正确理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

的意义，如理解为没有劳动力的人不能分田是错误

的，“没有劳动力的人应分给他以少的坏的田”，再

辅以“贫农雇农中农以人口为平均分配标准”。苏

区中央局认为“这比都以人口劳动力混合做标准的

办法更妥当，更合乎基本农民群众要求”。［３］２３４湘赣

省委事实上也基本是按照“雇农贫农中农按人口分

配，富农按劳动力人口混合标准分给坏田”实

行。［３］２４１土地革命中，对中农政策一旦处置不当，便

会动摇土地革命的阶级基础。１９３２年７月，湘赣省
委认为“中农的土地一般的都是按人口照雇农贫农

一样均分了。大多数中农愿意的，有绝少数分出了

土地的中农自然表示不满意”。［３］３３８其实，中农的不

满或许是因为他们希望不动他们的土地。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在湘赣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省委表
示：“经过这次查田后，不再来重新分配，准许租借

买卖，使农民有固定的土地，积极改良土地，增加农

业生产量”。［３］４１２

１９３２年８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进
一步明确红军公田的标准，应为“每乡至多留五人，

如田少的地方至少留二人至三人的红军公田，但不

能把剩余的坏田作为红军公田，必须是与雇农贫农

中农一样的田。在未留出的地方以后没收反动派

的或分配了土地的工人愿拿出来的田或富农分子

好田的须收回留作红军公田，并且要发动群众耕

田，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由群众自愿供给”。总之，红

军公田作为一项阶级性鲜明的政策得到了法律保

障。在土地所有权和租借关系方面，土地法执行条

例做了进一步明确：“实行土地性农民所有权，准许

无条件的买卖，但不能卖给豪绅地主家属”，以保护

土地革命成果。土地租借同样明确：“不准租借给

豪绅地主家属”。租借比例“不能超过出租的得四

成，耕田的得六成”，［４］５２６－５２７同样是为了限制剥削

关系的复苏。

１９３３年３月，湘赣省委注意到在新开辟苏区的
工作中，有的地方“机械的把调查与分配土地，与组

织建立政权对立起来”。［３］６４４－６４５为此，湘赣省军区

政治部公布了土地分配的基本程序。首先在充分

宣传的基础上，“召集群众大会成立土地委员会”，

做人口土地的调查统计工作，之后“须根据分配土

地的标准，配合当地实际调查统计的结果，规定没

收和分配的具体办法”，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土地

分配后，“须召集群众大会检查分田的结果”，个别

错误个别纠正，整个错误则重新分配。最后“宣布

土地所有权，不要屡次进行重分土地使农民没有决

心来改良这块土地，最好是第一次就分配完善”。

分配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核心

作用。［３］６８３

（二）革命的阶级路线的贯彻与反富农斗争

虽然土地革命后，赣西南“过去地主垄断土地

的剥削经济，变为每个农民都有土地的小农经济”。

但是由于雇农缺乏基本生产工具，因此“纵然分得

了几亩田，因为没有生产工具的原故，就不能得到

好的收获，生活仍然是不能圆满的解决”。而富农

仍然因为“有了好的生产工具，什么都超一等，收获

十足，生活当然极为富裕”。加上“农村的一切鳏寡

孤独没生产能力又没有亲属代耕，分得几亩田仍是

得不着利益”。［５］１８－１９因此，土地分配后农村的阶级

斗争仍然存在，而且十分尖锐，突出表现为反富农

斗争。

湘赣苏区创建之初，部分地区的革命领导权掌

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土地革命难以深入。“党的领

导当时落在地主富农手里，所以有‘反对抗租抗债’

的，有‘同志的租借不准抗’的，有‘请求上级批准

其保护同志的产业’的决议的，有‘收的土地要分配

同志’的，有‘取消雇农工会’的”。总之，上述表现

都是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在土地革命早期维护其既

得利益的表现。“当时这班党官，他们一方面借封

建关系，抓住一部分群众，一方面他拥有武力，抓住

了红军第三团”，公然对抗赣西南特委。在肃清这

些“党官”后，赣西南特委决心纠正土地革命中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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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农的偏差，“一方面尽量给农民以利益，一方

面极力注意于反富农路线，把农民的领导从富农手

上转到贫农雇农手上，没收一切土地”。［３］２０－２１１９３０
年６月，赣西南特委通告号召“打倒地主富农的领
导，巩固农村无产阶级的领导，是目前最主要的工

作”。通告指出诸如“封建式的地方械斗，报仇主

义，不替群众谋利益，只征服群众，引起群众反对革

命的消极甚至发生反感。守望队组织地主富农的

领导”，以及“兴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有人（同志）

主张要保护土豪劣绅，西区代表大会有人公开反对

分田”，［３］４９都是土地革命中有利于富农的表现。上

犹、崇义苏区的土地政策机械执行按阶级对应田等

的办法：“地主田地没收并驱逐出境，富农按人口分

坏田，中农分中田，雇农分好田，红军分更好的田”。

看似是贯彻了鲜明的阶级路线，实际上“因为没有

发动农民基本群众反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斗争”，

反而使阶级问题更加含混不清，以至“许多地主富

农商人冒充贫民分得好田，许多中农当富农分了坏

田，许多地方名义上分了田，据说群众不要田不愿

意耕，直到现在田还没有荒着的”。结果土地革命

的利益“没有真正落到雇农贫农中农身上，被地主

富农窃去了”。［３］２８９－２９０富农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影

响举足轻重。“永新红色区域富农的剥削：一是粮

食居奇，二是贩卖工业品。粮食居奇又有二法：一

是自己的剩余粮食，二是贱价收买贫农的粮食，以

此造成今年的严重春荒”。［３］７１赣西南土地分配反而

出现不利于贫雇农的状况。一方面“同志要分好

田，政府负责人要分好田或者多田”；另方面分宜县

的佃农抱怨：“未革命以前佃田作还可以勉强敷衍

生活，现在得的田不好，本来分得的田作来就不够

吃，还没有不分田以前好”。永新县“孤儿寡妇得多

分一半，因为要请人耕种，不多分则不够吃，即不平

均”。［４］９８由于各级苏维埃最早由地主富农分子掌

握，土地分配并不彻底，“分配后每人约得十二箩谷

田，但是分配时没有注意抽肥补瘦，以致富农得好

田，贫农得坏田”。［５］１９２－１９３

湘赣苏区党组织较早注意到富农问题。１９２９
年８月，湘赣特委在指导抗租斗争中，要求各地党
组织根据富农在农村的影响区别确定富农政策，

“在富农较多的地方，党应极力影响群众自觉的方

式，用农协等团体名义颁布抗租条例。如豪绅地主

的租金抗税，其他的租酌量减完，以避免富农的反

动而分散革命力量。但对已反动的富农或群众坚

决一律抗租的，我们即应领导其斗争，绝不可以为

妨害富农而阻止”。总之，在富农势力比较大的时

候，党应独立领导群众的抗租斗争，防止富农操纵

斗争；而在“富农比较少的地方，党应站在大多数佃

农利益上领导群众与抗豪绅地主的租一样抗

起”。［３］３１９３０年１１月，红一方面军前委和江西省
行动委员会要求各地“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这是

树立乡村无产阶级领导的非常重要的组织”，同时

要建立贫农委员会，“争取贫农基本群众，发动对富

农的阶级斗争”。［５］１６３１９３１年８月，湘赣苏区颁布
贫农团暂行组织法，明确贫农团的主要任务是“彻

底深入土地革命，团结贫农群众，联合中农，坚决反

对富农”，另规定：“在贫农团内雇农苦力可组织自

己的小组”。［３］８８－８９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湘赣省委赣西在
土地分配中出现“富农把持好田隐瞒好田不分或把

持苏维埃，重新分得了好田，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

分被富农地主家属偷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没有得

到全部实际的利益”这样明显有利于富农的违反革

命的阶级路线的现象。同时，“雇农分得坏田或不

准分田，红军兵士本身没有分田”的现象也很普遍。

湘赣省委认为这是土地分配工作未充分发动群众

所致。湘赣省委要求应该“由群众自动分配土地，

使分田运动成为一个群众的斗争”。［３］１１６－１１７１９３１年
１１月，中央致信湘赣省委，批评湘赣苏区还没有做
到“发动广大雇农贫农群众，来重新分配土地”，特

别是“雇农工会贫农团的了解与努力是不充分的”，

结果“一直到现在下层群众还不能充分了解土地的

分配”。［３］１３１－１３２苏区中央局１９３２年１月指示湘赣
省委，在土地革命中，“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自动

的自愿的来做，自动的去收回过去分给地主家属的

土地，自动地去没收富农原有的土地，分给他以坏

田自家耕种”。［３］２１０１９３２年３月召开的湘赣省委第
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各地在土地革命中，对

富农的认识模糊，从而影响土地革命的深入，如“许

多人认为富农一定是有很多的田，或故意掩饰冒称

为中农，或借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根本变更其田，

给之以坏田，或谓之‘革命的富农’，或把抵制富农

当作消灭富农，而且牵制到中农”。［３］２２５

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开始，湘赣苏区响应中央苏区号
召，开展查田运动。湘赣省委表示，湘赣苏区各地

在查田中普遍发现“没有发动群众深入反富农斗

争，以致发现有富农在我们不动摇中农要求收回自

己原有土地要求重新分配，而大多数雇农贫农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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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农和雇农贫农的斗争来破坏我们来破坏我

们下层统一战线”。省委决定“发动贫苦农民反富

农斗争，收回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富农把持的好田来

补足中农贫农雇农，在大多数贫苦农民愿意重新分

配时则重新分配”，［３］３８６有力打击了富农扰乱土地

革命阶级阵线的企图。但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团

指出查田工作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作中没有充分

发动群众，“都是苏维埃负责人或少数查田委员包

办，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甚至“有少数查田委

员会还是原来的土地委员，有的查田委员庇护富

农，压制群众说话”。查田的根本任务是查阶级，但

由于有的地方查田工作被阶级异己分子操纵，阶级

关系被故意模糊，“把破产后几十年几百年的地主

子孙曾元几代自己劳动变成的农民也曲解为豪绅

地主家属，故意混淆阶级成分，不以生产关系剥削

关系为标准，以致阶级斗争不能深入”。［３］６１１

１９３３年８月，湘赣省委发布查田运动决议，宣
布查田运动是湘赣苏区最基本最中心的工作，因为

“只有深入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肃清

农村中封建与半封建的残余势力”，特别是“清溢出

那些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以及潜伏在革命组

织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来巩固党苏维埃政权和红

军”。可见，查田运动是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

此“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是查田运动中一个最根本

的问题”。省委要求各地注意“这一运动是依靠雇

农贫农巩固与中农的亲密的联盟，加强雇农及农村

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以及“工会与贫农团的

决定应获得中农群众的同意与拥护”。省委特别指

出在查田运动中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查田运

动是彻底消灭地主残余势力，反对富农而不是消灭

富农”，同时要防止向富农妥协的倾向。查田运动

的基层领导组织是村查田委员会，“应由农业工会

和贫农团提出名单，选出最积极坚决的雇农工人贫

农份子充当”。查田运动应充分发动基本群众，“调

查阶级举发隐藏的豪绅地主富农，正确的确定阶级

成分，领导群众迅速进行没收豪绅地主土地与财

产，收回富农的好田分配给当地群众”。没收来的

地主土地和富农好田，应按照阶级路线“分配给要

求分田的农村工人雇农贫农和红军家属，中农在过

去分田时特别分了弱田的，也应补好田给他们”。

另外，“每乡应抽出三人至五人的好田留作红军公

田”。［３］６９９－７０１１９３３年 １０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
执委扩大会议要求各地在查田工作中，“运用永新

象形区里田区查田经验，健全与组织县区乡查田委

员会，经过乡代表会农业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赤

卫军少先队及其他革命团体群众大会等方式，来发

动广大群众的查田斗争，把隐藏在中农贫农里面的

豪绅地主富农清查出来”，克服查田工作中个别地

方放弃党对查田工作的领导，以及彻底没收富农全

部土地或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３］７３１１９３３年１１月
召开的湘赣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要求在查田工作

中“必须防止一切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与中农巩固

联盟现象的发生，纠正个别地方消灭富农的过早办

法”。［３］７６３

在查田运动中，湘赣省委重视作为农村无产阶

级的雇农的领导作用。湘赣省雇农第二次代表大

会认为雇农“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是最积极的革命分

子，而能完全接受城市无产阶级领导，来领导一般

农民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完成土地革命”，因此大会

希望“雇农工会必须加紧对贫农团的领导，派人参加

贫农团的会议”，做到“每个雇农均须加入贫农团起

领导作用，领导贫农联合中农深入反富农斗争”。［６］

查田运动在贯彻群众路线后，取得了显著效果。永

新陂下村，“在一个雇农会上，举出了十多家地主富

农”。安福上城区查出地主富农３０余家，详查区桥
头乡通过召集群众晚上开会“讲阶级”，“一晚查出并

确定地主三家富农四家”，第二天“又查出地主二家

富农二家”，第三天查出地主富农１１家。［５］２０１－２０２

　　三　湘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一）党与苏维埃关系的调整

井冈山斗争的失败，使湘赣边特委的部分领导

人一度对工农武装割据下公开的苏维埃形式的前

途产生怀疑。他们向中央表示：“在全国至少有一

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

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这样不仅

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城市农村的经济基

础亦一齐毁坏完了”。他们认为“由公开的割据转

变到秘密的割据”十分必要，这种状态下“党和苏维

埃亦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

为游击队，采用漂流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

到目标”。他们的结论是：“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

形式是最好的”。［４］１５但是，在经过短时期的彷徨后，

湘赣苏区的革命领导人重新树立起苏维埃的旗帜，

并在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和改造苏维埃的实践

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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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９月，湖南省委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
“不起作用，群众只知有苏维埃，而不知苏维埃是他

们直接的政权机关，这是党常常委派苏维埃和党代

理苏维埃所造成的错误”。湖南省委希望“一切委

员都由群众会议产生，实行民主主义的选举，切忌

由党包办和党代理苏维埃的事情发生”。［４］４４－４６

１９３０年７月，赣西南特委领导人之一刘作抚指出苏
维埃在赣西南仍然缺乏群众基础。“群众并不认识

为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象反动统治过去设的

什么一样，有什么纠纷即到政府去解决”，这是因为

“对苏维埃的宣传不够和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的

原因”。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也不正常，“各级政府都

成立有党团，由各级党部指挥，但是政府不健全的

很多，党团不健全也很多，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级

党部解决”。［４］１０３１９３２年１月，湘赣省委称党包办苏
维埃现象仍然严重，“苏维埃成为党的办事处，苏维

埃天天忙于打条子招待来往人员”。［３］１７０１９３２年５
月，红三军团政治部指责崇义、上犹两苏区的党包

办苏维埃现象：“党包办了一切群众团体而政权机

关都成了党的附属机关，苏维埃政权中不但不能引

进积极的进步工农分子，而且暗藏着许多地主富农

乃至ＡＢ团反动分子”，以至于“有些群众说苏维埃
是团防局”。［３］２８９１９３２年７月，湘赣省委称苏维埃的
党团工作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同志误解苏府中没

有非党员便不要党团了，甚至误解由党直接命令指

挥，这样便形成了还是党包办苏维埃，便是形成苏

维埃与党对立”。［３］３３７

与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相反的是党与苏维埃对

立的倾向。如“兴国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县委去

要钱，他要查县委的帐，说你们又用了。纯化区委

有区苏维埃党团开始亦有冲突”。［４］１３６党与苏维埃

“成了两个对立的东西，党对政府的工作都不过问，

随便派几个人在那边工作，就是大部分不是由群众

自己选出来，是由党指派，但指派的人大部分是思

想不大正确的同志，甚至受处罚的同志就做政府工

作”，结果“乡区政府的主席或秘书长充满了富农分

子”的现象很普遍［３］７６－７７。

湘赣苏区领导人积极调整党与苏维埃的关系，

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偏差，通过党团实现党对

苏维埃的正确领导。１９３２年６月，湘赣省委第二次
执委扩大会议认为正确的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应该

体现党对苏维埃的正确领导和对群众参政意识的

正确引导，“苏维埃的法令和政纲，党应积极动员群

众迅速的实现，要使苏维埃成为群众斗争组织者与

领导者；党应使一切劳苦群众都为争取苏维埃胜利

而斗争，共产党员应绝对的服从苏维埃的法

令”。［３］３１６１９３２年７月，湘赣省委指责各地“党与苏
维埃的关系非常糟糕，有些地方形成苏维埃与党对

立的现象，有些在苏维埃担作工作的共产党员，以

为政权机关高于一切，无形的脱离党的领导。各地

的党团工作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地方党部的负责

同志多不看苏维埃的文件”。为此省委要求各级苏

维埃“要吸引非党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

纠正党的包办”，同时要求“立即召集苏维埃政府中

的党团会议及机关支部会议，纠正苏维埃与党对立

的严重现象。党必须指示党团来实现党的决议，党

不能公开命令苏维埃”。［４］５１４－５１８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湘赣
省苏维埃指责各级政府负责人“对于政权观念非常

薄弱”，尤其少数红军部队“以为苏维埃就是办差机

关”，苏维埃的表现“好象是一个群众团体体现不出

他的政权的权力”。城乡代表大会也不健全，“下级

政府向选民作工作报告亦未执行”。省苏维埃要求

各地“必须健全无产阶级的基础，使苏维埃本身组

织与生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

现象”，做到“代表会议必须按期举行，每次会议必

须对议程及问题中心有充分准备”。为加强无产阶

级对苏维埃的领导，省苏维埃要求“吸引工人雇农

到苏维埃政府工作；乡苏代表工人雇农成分至少占

到三分之一”。［３］５３３－５３８

（二）苏维埃改造与代表会议制的确立

除调整党与苏维埃关系外，湘赣苏区领导人还

通过改造苏维埃政权，洗刷非无产阶级分子，使苏

维埃体现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

１９３０年６月，赣西南特委通告批评各地对苏维
埃建设的漠视态度：“过去有些地方暴动经年，还不

建立苏维埃的（如赣南），现在又有些地方把苏维埃

看做形式主义的，如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就不开代表

大会，由少数人包办，这是完全不对的，苏维埃不举

行代表会议是杀芽的表现，甚至有些地方（如北路）

把苏维埃拿做找爱人的场所”。［３］４８尽管赣西南特委

领导人刘士奇在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表示，赣西南“苏维
埃干部，在前一时期大半为富农小资产占多数，现

在是贫农中农在大多数”，［４］１３３但是特委仍公开承

认，苏维埃虽然“组织成分以农民为主（赣南有富农

分子），中农也不少”，但“有时有秘书（知识分子）

专政的倾向”，［３］６４使贫雇农基本群众的作用难以发

９４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总第９４期）

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湘赣省委认为：“改造苏维埃还
不是从斗争中改造的，没有实行真正民主制度，尤

其是乡一级只有召集最少数的群众大会来执行选

举，没有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并且苏维埃普遍存在

“因为被富农流氓ＡＢ团所把持以致发现腐化脱离
群众的严重现象”。群众“对苏维埃还没有认为是

自己的机关，有些地方群众还是有些怕苏维

埃”。［３］１１４湘东特委也承认萍乡三区苏维埃“多半是

富农流氓把持”。［３］６８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央致信湘赣
省委，批评湘赣苏区的苏维埃，“还没有能够经常的

替工农群众着想，如何来具体的改良他们的生活条

件，如何能使他们取得到土地，增加生产”。中央指

出：“只有真能为工农广大群众谋日常的实际利益，

而不是空洞的叫喊，群众才会相信苏维埃”。［３］３１２

为扭转苏维埃建设的落后现状，湘赣苏区领导

人积极发动群众参与苏维埃的建设和改造，使苏维

埃真正成为体现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政权。１９３２
年１月，湘赣省苏维埃号召“洗刷腐化怠工分子出
苏维埃政府，建立代表工农劳苦群众解决一切问题

的真正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苏维埃政府。号召

群众管理政府监督政府，防止苏维埃政府变成官僚

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３］１６１１９３２年１月，苏
区中央局指示湘赣省委，在苏维埃改造中，“要建立

起城乡苏维埃经常代表制度，充分发动群众中的民

主化，使群众能够公开的诉说他们对于政府的意见

或不满，能够经过代表的传达使群众与政权机关更

加密切起来”。［３］２１１１９３２年７月，湘赣省委在布置
八一纪念周工作中，敦促各地通过领导苏维埃选举

运动，进一步改造苏维埃，做到“城乡苏维埃经常的

代表制度无论如何要建立起来”，苏维埃的政府职

能应健全起来，“坚决反对把城乡苏维埃变成帮助

零星事件的事务机关”。［４］４４６－４４７

为充分发挥苏维埃的政府工作职能，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湘赣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以最大力
量健全城乡苏维埃代表会议，发动选民个别的撤换

不尽职责的代表，改变其会议方式，建立他的工作，

使之成为苏维埃各种法令决议直接执行者”。党组

织应“建立经常的工作检查制度，按期向选民作报

告，发动选民批评苏维埃工作”。代表会议推选的

政府委员，“要注意阶级成分斗争历史工作能力群

众信仰等，反对形式主义上的提拔。苏维埃委员代

表中党员及工人要占大多数，以保障无产阶级的领

导权彻底的实现。在农村要加紧雇农工会贫农团

工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使之成为苏维埃的柱

石”。［３］４１６－４１７１９３３年２月，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团仍
然认为：“苏维埃政权中无产阶级领导非常薄弱，工

人雇农苦力成分占委员代表的少数；没有主席团的

中心领导和日常工作”。［３］６１０总之，苏维埃既不能具

有充分的代表性，独立行政能力也很不足。１９３３年
１１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号召“必须健强城
乡代表会议的组织与工作”，特别是要结合查田运

动，“彻底清洗暗藏在苏维埃中个别的地主富农，提

拔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各部分工

作”。［３］７６３１９３４年３月，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
议要求苏维埃工作的重心应“放到乡苏市苏中去进

行乡苏的选举运动，运用中央苏区长冈才溪等模范

乡苏的工作经验，建立和健全乡苏代表会议各种委

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尤其要“发动广大的选民来批

评苏维埃工作，抓住某一个具体事实和个别的坏的

分子，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的斗争”。［３］８０２－８０３

综上所述，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在经过苏区

创建初期关于土地分配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和人口

标准的争论后，最终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并通

过反富农斗争，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湘赣苏

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

的错误倾向，并经过深刻的以阶级路线为原则的改

造，确立代表会议制后，终于得以体现其革命政权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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